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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聶元梓等

人的造反大字報，霎時間，以陸平為首的北大黨委被衝垮

了。於是 6 月 3 日，《北京日報》刊登了改組後新北京市委

的決定：（1) 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社會主

義“文化革命”進行領導；（2) 撤銷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書記

陸平，副書記彭佩雲的一切職務；（3) 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

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

就這樣，張承先率領的工作組進人了北京大學，以彌

補因黨委癱瘓而形成的無政府狀態。但是，當時極端民主的

無政府思想已高度膨脹，絕非工作組所能扭轉的。更何況，

圍繞著派與不派工作組的問題，一直存在尖銳的鬥爭。但

是，江青、康生一夥一直煽動不少學校的造反派轟趕工作

組，誣衊他們“鎮壓群眾”、搞“白色恐怖”，給他們羅織

彌天的罪名。後來，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他在中央文革小組

會上說：“我到北京一個星期，前四天傾向保張承先的，後

來不贊成了。”後來他又說， “工作組起了鎮壓群眾、阻

礙群眾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都是幹盡了壞

事”。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時隔 45 天，北京市委於 7 月 

五、提心吊膽的北京大學聯絡組組長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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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8 日又發出了《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於

是造反派又從揪鬥黨委書記轉向批鬥工作組負責人，張承先

這位老革命也未能倖免。8 月 4 日大學召開了批判以張承先

為首的工作組的大會，康生、江青參加了會議，並作了蠱惑

人心的講話。

1966 年 8 月 1 日至 12 日，北京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

全會。在會議期間，已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王任重同

志，打電話給湖北省委，說毛主席要他抓北京大學和清華大

學的運動，請省委給他抽調幾個人去當聯絡員。經省委研究

最後決定抽調五個人，他們是：呂乃強，中共湖北省委秘書

長，清華大學畢業，是個“大秀才”；劉道玉，武漢大學掛

名而未到職的副教務長，化學講師；齊潤庭，戰鬥英雄黃繼

光生前連隊指導員，湖北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室副主任，武

漢大學哲學系調幹學生；傅明賢，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的幹

部；王桂英，武漢大學組織部幹部，武漢大學歷史系調幹學

生。不用說，這五個人都是共產黨員，雖然工作能力不好評

價，但是政治上是絕對可靠的。按要求，我們 5 個人於 8 月 

12 日，也就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的當天，到達北京，

住進任重同志辦公室所在的釣魚臺賓館 16 號樓。

第二天上午 9 點，任重同志在他的客廳裡召集我們 5

個人，以及他的秘書劉文西和警衛員曹志勤開會。他向我們

介紹了全會的精神，重點地解說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和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張大字報》。他說：“所有的精神都在檔裡，你們要

好好地學習，反復地學習，不斷地加深理解。這還不夠，~

我們還要密切注視著形勢的最新發展，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

的戰略部署。”他接著說：“這次抽調你們來，是省委提出

我同意的。毛主席要我聯繫北大、清華兩校，我怎麼聯繫

呀？就是通過你們、依靠你們去聯繫。你們已知道了，丁 . 作

組已趕走了，你們下去是以聯絡組的名義，會不會也被趕走

呢？那也說不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說完他起身告辭，

說是要去中央開會，讓秘書繼續與我們開會。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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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西同志接著說：“根據任重同志的意見，乃強同

志任清華大學聯絡組組長，道玉同志任北京大學聯絡組組

長，任重同志已與劉志堅同志商妥，將從部隊各調 20 個團

職幹部給你們，歸屬你們領導。傅明賢同志到清華協助乃強

同志工作，齊潤庭同志負責聯絡清華附中，王桂英同志聯絡

北大附中，你們下去均由中央文革小組開介紹信。”至於我

們下去的任務，劉文西繼續說：“任重同志交待，你們的任

務就是聯絡，不是領導，不負責解決任何問題，只看不說，

只聽不表態，不支持任何一派。彙報情況用口頭方式，不打

電話，也不搞書面彙報材料，一般三天彙報一次，緊急重要

情況，隨時發現隨時回來報告。”

聽完了關於聯絡組性質的說明和任務的佈置，特別是

派我去北京大學任聯絡組組長時，我變得越來越不自信了。

我心想：黨委書記陸平是部長級的幹部，有很高的領導水準，

結果被聶元梓的一張大字報打倒了 ; 工作組組長張承先是河

北省委文教書記，工作能力很強，進駐北大 45 天又被聶元

梓煽動學生把他們攆走了。與他們相比，我算老幾呢？一個

22 級幹部，小小的講師，在教授權威林立的全國第一高等

學府，我說話能有多大的分量呢？這個碼頭我能站得住嗎？

我真的感到很茫然，真後悔到北京來，這不是自投網羅嗎？

事已至此，後悔也好，懼怕也罷，都是無濟於事的。我只得

硬著頭皮，於 8 月 15 日帶著中央文革小組的介紹信，隻身

來到北京大學，並在招待所住了下來。

我到北京大學參加的第一個活動，是 8 月 17 日召開的

慶祝毛澤東為《新北大》校刊題詞的盛大集會。我作為普通

一員夾雜在群眾之中，不僅可以自由走動，而且還可以眼觀

四面、耳聽八方，這對瞭解情況是很有好處的。這個慶祝大

會表明，毛澤東是堅決支持聶元梓為首的造反派的，北大的

各派組織都有“通天”人物，因此我在與他們打交道時要格

外小心謹慎。



121幾天以前，一條驚人的消息傳遍了北京各大學的校園：

毛主席于 8 月 18 日將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首都和來自全國

各地的紅衛兵代表。得知這一消息後，我們武漢來的聯絡組

的幾個人，和年輕人一樣無比激動，也想一睹毛主席他老人

家的神采，因為那時人們對他的崇拜已達到了狂熱的程度。

我們幾個人找到了任重同志的秘書，向他提出了這個要求 , 

他給我們 5 個人弄到了天安門城樓西檢閱台的票。淩晨 3 時

起床，4 時到達西檢閱台，然而天安門廣場上那百萬受檢閱

的紅衛兵，是頭天晚上就在那裡等候了。

上午 7 點 30 分，慶祝大會在《東方紅》樂曲聲中開始。

陳伯達主持大會，林彪講話。之後，毛主席等領導人在城樓

上檢閱了百萬人的遊行隊伍，整個天安門廣場被“毛主席萬

歲！萬萬歲！ ”的聲浪所淹沒。11 時許，毛主席在天安門

城樓上，分批地會見了各地紅衛兵的代表，和他們一一合影

留念。看到這一切，我真的極其羡慕那些天真的紅衛兵，而

且我很希望弄到一隻“紅衛兵”的袖章，但是我最終還是沒

有得到它，那時我感到非常遺憾。

8 月 20 日，抽調的 20 名解放軍幹部到北京大學報到，

其中解放軍空軍學院 10 名，負責人是嶽俊；解放軍政治學

院 10 名，負責人是李俊。其實，來自解放軍的幹部年齡都

比我大，級別都比我高，能力都比我強，我這個組長實在是

名不副實。好在我們相處得很融洽，工作配合默契，保證了

我們那段工作的順利進行。我們進人北大以後，正面對著

“革命大串聯”運動的興起，所謂“大串聯”，是北京的紅

衛兵要把“首都精神”、“中央精神”傳播到全國各地，到

各地“煽風點火”，幫助揭開那裡的“階級鬥爭的鐵蓋子”；

外地的紅衛兵到北京要求毛主席接見，同時要把他們所受到

的壓制和打擊寫成傳單遞到中央文革以尋求支持。當然，也

不乏遊山玩水的逍遙派，因為當時乘車船、吃飯住宿不要

錢。究竟如何對待“大串聯”呢？我們向王任重同志請示，

他對我們說：“有些同學連《十六條》也不信了。實在要走

也沒有關係，讓他去竄吧！東竄西竄，竄夠了還會回來的。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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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多把運動推遲兩周。”事實上，那時大串聯的勢頭，猶如

決了堤的洪氷，是無論如何也堵不住的。

當時，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的 7 個人已經分裂成聶

楊兩派，陣容是 3 : 4, 楊（克明）派佔優勢。那時，是以人

劃線，群眾也分了兩派：“新北大公社”是支持以聶元梓為

首的校文革的，而“井岡山”和“北京公社”是支楊反聶的。

對待兩派的態度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我曾就此請示任重同

志，他說：“從群眾基礎看，聶元梓是不得人心的，政治品

質也不好，但是她仗著江青的支持，毛主席又肯定了她，所

以她不可一世。難啦，我們還是不表態的好，況且這也不是

該我們表態的，還是任其發展吧！”

其實，聯絡組除了看大字報和參加一些群眾組織的活

動以外，並沒有什麼可以聯絡的，是可有可無的擺設。到了

9 月底，文西同志對我們說：“任重同志的意思是聯絡組儘

快撤出來，可以回武漢過國慶日了。”我們都感到很高興，

慶倖我們是自己撤出來而不是被趕出來的，算是見好就收

吧！但是，上面又出現了什麼動向，下一步又會發生什麼問

題呢？真是誰也說不清楚。

令人不解的是，我卻被留下來了。任重同志對我說：

“周總理想找兩個聯絡員，要你過去，10 月 3 日他在中南

海國務院小禮堂作報告，你去聽報告，會後他找你談話。”

我本來已放鬆了的神經，一下子又緊張了起來，弄得我六神

無主。文西同志勸道：“先去看看，然後再作定奪不遲，不

必太多顧慮。”那一天，我早早地來到了會場，在會場的後

排人座。周總理是作關於文化大革命與經濟形勢的報告，出

席會議的有國務院各部委的負責人。報告完後，我走近了主

席臺，有一位負責人問過我的名字後，把我引到一個小會客

室，周總理已等候在那裡了。我疾步走上前與總理握手，他

說：“我們過去已見過面了，你是被蘇修趕回來的。現在，

我需要幾個人做點聯絡工作，你覺得怎麼樣？ ”我十分佩

服總理驚人的記憶力，也很喜歡他和藹可親的態度，心想在

總理身邊 工作真是莫大的幸福。於是，我回答說：“我聽



123從您的決定，服從您的一切安排。”他說：“好吧，你就回

去聽候通知。”但是，幾天過去了，我並沒有得到通知，也

許任重同志已得到什麼消息，總理的安排改變了，一場向資

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的總攻就要開始了。於是，我在這種火

藥味彌漫的形勢下離開了北京，結束了提心吊膽式的生活。

六、“不識時務”的“保皇兵團”司令

從北京回到武漢，雖說解脫了聯絡組的工作如釋重負，

但是內心卻一點也不輕鬆。面對無序的“文化大革命”，我

陷人了痛苦的思索。回顧“文化大革命” 5 個月的過程：從

“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條》，從第一張大字報到《炮打司

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從紅衛兵興起到革命大串聯運

動，從破“四舊”到層層揪黑幫……我越想越迷惑，越想越

苦惱，越想對“文化大革命”越不理解。

當時，最使我迷惑不解的問題是：究竟什麼是“文化

大革命”呢？

《十六條》規定，文化大革命的對像是“整黨內那些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而，按照馬列主義本來意義

上的文化革命，主要是發展社會主義的文化、科學、教育事

業，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質和健康水準，培養和造就工人階級

的知識份子隊伍，繁榮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振興我國的科

學和教育。很明顯，當時搞的文化大革命，並不符合馬列主

義的學說。

其他想不通的問題還有：怎麼正確對待黨的領導？怎

麼正確對待群眾，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嗎？什麼是“四

大”，怎麼正確運用“四大”？什麼是“四舊”，破除一切

傳統文化是正確的嗎 ?

實際上，持有與我相同觀點的人，無論是在黨內或在

黨外，都占絕大多數。當時，武漢地區的群眾組織，主要分

成了兩大派：一派是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紅衛兵（學生），“百

萬雄師”（工人），他們注意政策，主張在各級黨委的正確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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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下進行“文化大革命”，堅持“抓革命促生產”。另一

派是“鋼二司”（學生）、“鋼工總”（工人）等，他們的

□號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踢開黨委鬧革命”。然而，

令人不解的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

戚本禹等人，卻把前者斥為“保守”組織，封後者為“革命

造反”組織。但是，群眾中的觀點對立，並不會是因為某一

“大人物”的表態而能消除的，武漢地區的兩派一直在爭鬥

著，並不斷地升級。

面對著這種局面，我應該怎麼辦？是沉默、消極、無

所作為，還是堅持真理、積極投身於其中？回避不是我的個

性，退卻不是真正共產黨人的品格。到底怎麼辦，我在思索

著。

正在這時，武漢大學、武漢水電學院、武漢測繪學院、

華中師範學院、武漢音樂學院等校的教師紛紛來武漢大學串

聯，他們要求我出面，把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的教師和職工組

織起來，成立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組織，領導廣大教職工參

加“文化大革命”，反映他們的聲音。他們所想的，也正是

我在思考的，所以大家不謀而合。經過緊張的籌備，武漢教

職工戰鬥兵團司令部，於 11 月 5 日在省委洪山禮堂成立了，

我被推舉為兵團的司令，各有關學校推舉一位副司令。

兵團成立以後，省政府在第一招待所給我們撥了 5 間

房作為辦公室，給我們撥了一筆活動經費，購買了 5 部自行

車。兵團成立的宗旨是：堅持《十六條》的正確方針，對革

命領導幹部要支持他們工作，敢於保護他們；對於有問題的

幹部，在查證事實的基礎上，也要敢於批鬥。同時 , 要密切

注意形勢的發展，宣傳正確的政策，批判錯誤的思潮，力求

使運動納人到正確的方向上。

憑心而論，當時我們成立這個兵團，是不識“時務”的，

甚至是自不量力的。當時的“時務”是什麼呢？ 10 月 3 日，

《紅旗》雜誌發表了社論，發出了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攻

的動員令。在 10 月 9 日，陳伯達作了“無產階級文化革命

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而且他把區分兩條路線的標誌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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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線，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於是，北京各大學又掀起

了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高潮，並很快波及到了全

國。

武漢當然也不例外，那些造反派們更是飛揚跋扈，不

可一世，惟我獨尊，把持不同觀點的組織打成資產階級反動

路線的代表。他們居然砸了我們兵團司令部，搶走了自行車

和所有的辦公用品，用“資產階級保皇狗”的大標語，把我

們辦公室的門封了。這是地地道道的打、砸、搶的行為，是

任何革命者都不能容忍的。在無比氣憤下，我們兵團的傅建

民、彭光銘等同志，帶著致中央文革的彙報材料和造反派給

我們張貼的 “資產階級保皇狗”的大標語到北京請願，請

中央文革評判是與非。我們真是太天真了，哪裡知道中央文

革小組本來就是被幾個陰謀家、野心家所把持的，他們正是

靠打、砸、搶起家的造反派的總後台，他們怎麼會支持真正

的革命派呢？他們當然是失望而歸，內心充滿著憂憤。

然而，等待傅建民的卻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迫害。

他回來之後，武漢大學經濟系造反派組織“天安門”公社，

在小操場召開對他的批判大會，給他戴上“炮打中央文革的

黑炮手”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的帽子。批

判會開始時，造反派強行給他戴高帽子，但遭到這個無私無

畏老紅軍後代的抗拒，他把高帽子撕碎了，並發生相互推

操。於是，一貫善於“倒打一耙”的造反派誣賴他打人，破

壞批判資反路線 , 是現行反革命，他們勾結省公安廳的造反

革命派逮捕了傅建民，在監獄裡關了 6 個月。這件事與我有

關，他是受我的指派去北京上訪的，如果有任何責任，都應

當完全由我承擔。所以，當時傅建民的女朋友裴淑娟來找我

取證時，我據實寫了材料，證明傅建民是無辜的，並願承擔

一切責任。

但是，當時造反派尚沒有觸動我，也許他們是怕“打

草驚蛇”吧。平靜是暫時的，平靜預示著不平靜，一場更大

的風暴即將來臨，一場更殘酷的鬥爭在等待我！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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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

1966 年 5 月 28 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宣告中央文化

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正式成立。組長是陳伯達，顧問

是康生（8 月 2 日，陶鑄被任命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

到 1967 年 1 月被打倒，兼顧問時間僅僅 5 個月）；副組長

是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有謝鏜忠、尹達、

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8 月 8 日，中共中央

又發出通知：“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期間，

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

同志代理。”

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最後一天，8 月 12 日，根據

毛澤東提議臨時增加了一項議程，改選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補選了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

1966 年 12 月 16 日，在首都工人體育場召開中學生萬

人大會。江青在這次大會上公然當眾點名批判王任重、周榮

鑫、雍文濤等，說他們是 “西城糾察隊”的總後台。這不

僅意味著這幾位領導同志將大難臨頭，而且一大批參加“西

糾”的中學生陸續被投進了監獄。

12 月 20 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又以給群眾寫信的方式

表示：“可以給王任重貼大字報，他沒有執行毛主席的無產

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有人把

給王任重貼大字報的人說成是‘反革命’進行圍攻鬥爭，這

是錯誤的。”

於是，江青、戚本禹的講話，很快印成了傳單，以飛

快的速度傳遍了全國。同時，“打倒王任重！ ”“徹底批

判王任重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炸開湖北省委階級鬥

爭的鐵蓋子！ ”的大標語一瞬間貼滿了武漢三鎮。

我從大字報上看到江青、戚本禹在講話中點了王任重

同志的名，本來我就對“文化大革命 " 的一系列做法想不通，

現在又點了王任重同志的名，於是我的抵觸情緒更嚴重了。

有一次，我和幾個持相同觀點的人閒聊，其中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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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我就毫無遮蔽地向他們談了我對形勢的看法，發洩心

中的牢騷，特別是對江青和戚本禹點王任重同志的名發表了

一番評論。我對他們說：“江青和王任重同志同為中央文革

小組副組長，一個副組長怎麼可以當著黨外群眾點名批判另

一位副組長呢？這不符合黨的組織原則。”我又說：“戚本

禹算老幾！他有什麼資格點王任重同志的名，王任重同志是

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 , 戚本禹僅僅是個成員，這簡直是亂

了章法。聽說，戚本禹只是中央辦公廳的二個 18 級幹部，

與我差不多。依我看，這傢夥不是好東西，是個野心家。我

準備專門收集他的材料，把他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讓大家

看看他是個什麼貨色！”我一口氣講下來，當場幾個人也附

和我的觀點。當時我心裡感到少有的痛快，畢竟說出了壓在

心底想說而沒有說的話 , 但是未料到這些話幾乎使我遭到殺

身之禍！

在“文化大革命”中，人與人的關係完全變成你是我

非的“路線之爭”的關係，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關係。那

時，人性遭到扼殺，心靈受到扭曲，沒有誠實可言，“搖言

重複千遍就成了真理”。在造反派中，流行兩句很時髦的口

號：“揭老底”和“反戈一擊”，甚至成立專門“揭老底”

戰鬥隊，寫出了“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的大標語，

鼓動不同觀點的人向對方揭發自己同夥的言行。

元旦以後，武漢的天氣異常的寒冷，而與此形成鮮明

對比的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卻搞得熱火朝天。一個陰

森的黑夜，造反派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一項重大的謀劃，種種

跡象表明，這是沖著我來的。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一大

早，珞珈山引爆了一枚重型炸彈——揪出了炮打中央文革黑

炮手、現行反革命分子劉道玉！

淩晨 7 時，“造反有理”校廣播台開叫了，先是播放

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接下來是朗讀毛主席的“最

高指示”。這時，本來就是高音的喇叭又提高了八度，只聽

一對男女播音員拉大嗓門叫喊著：“特大新聞，特大新聞！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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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我革命造反派連續戰鬥，現在揪出了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

手、現行反革命分子劉道玉。接著就是一連串的震耳口號聲： 

“把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劉道玉揪出來示眾！
誰反對中央文革誰就是現行反革命分子！
誰反對中央文革就砸爛誰的狗頭！
劉道玉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劉道玉！
打倒頑固不化的鐵杆保皇派劉道玉！
打倒王任重的走狗劉道玉！
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劉道玉！
我在第一時間內，聽到了關於我的“特大新聞”，我

雖說感到突然，思想上也有些緊張，但我也有一定的思想準

備，我知道這一天遲早是要到來的。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從

精神上和身體上作好準備，去承受即將到來的苦難，決不能

屈服於造反派的淫威。

不用說，肯定是我們同派人中出了“甫志高”，又出

了 “反戈一擊”的立功者。由於我談話的時間、地點和在

場的人，仍歷歷在目，無須明言，我能猜出十之八九，是最

受我們信任的化學系的一個女學生揭發的。

說時遲那時快，早飯後一群造反派學生氣勢洶洶地來

到我的家，勒令我交出“炮打中央文革”的黑材料。我說“沒

有黑材料”。他們不信，於是七手八腳地翻箱倒櫃搜查，他

們當然搜查不出什麼黑材料。在搜查未果的情況下，他們把

氣往我身上發洩，勒令我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鬥。所謂批

鬥，也就是遊鬥，也叫遊街示眾。大約 100 多名造反派，大

多是學生，也有少數教職工。他們打著造反派戰鬥隊的旗幟

和五彩旗，敲著鑼鼓，把我押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頸子上

掛著沉重的黑牌，上面寫著“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劉道玉”，

我的名字上還打上了紅 XX。我的雙手由兩個身體魁梧的造

反派反剪在背後，一邊走一連呼喊“打倒劉道玉”的口號。

遊鬥是沿著校園環形大道進行的，整個馬路上，用鬥大的字

寫滿了批判我的各式各樣的大標語，我低著頭看得一清二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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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眾，勒令我低頭彎腰，稍有怠慢，就是一頓拳打腳踢。

遊鬥終於結束了，儘管是三九寒冬，但一個上午遊鬥下來，

我已是大汗淋漓，渾身沒有了一點力氣。我拖著沉重的腳

步，沿著環山路吃力地朝家裡走，到了水廠附近，迎面來了

一個騎自行車學生模樣的人。他看到我以後，喝令道：“站

住，黑炮手！”當我抬頭看時，他已站到了我的面前，揚手

就是兩耳光，打得我的臉上火辣辣的。臨走時，他還罵罵咧

咧地大聲喝道：“劉道玉，給老子放老實一點，不徹底交待

罪行，小心你的狗頭！ ”這又是化學系我的一個學生，後

來他留校當了教師，人了黨，也當了教授。但是，我從來就

沒有聽他說過一句反省自己錯誤的話，難道“文化大革命”

只是觸及別人的靈魂，而不需要觸及自己的靈魂嗎？那你又

怎樣為人師表呢？

在以後的十多天裡，每天我必須到“9•12 先鋒隊”去

報到，被勒令交待炮打中央文革的罪行。我就事論事地把我

對中央文革個別人的議論寫了出來，決不上綱上線，也不承

認自己是反革命分子。雖然他們對我的交待極不滿意，也沒

少遭到他們的毒打，但我始終堅持決不能胡寫，也不隨便認

錯。那時，保護自己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說或儘量少說話，我

默記著一句日本諺語：“沉默是金，雄辯是銀。”在橫蠻無

理的非常時期 , 不要指望澄清什麼事實，也不可能有誰給你

分辨是與非，最好是保留自己的發言權，總有一天會作出公

正的結論。

元月下旬，北京大學專揪劉道玉戰鬥隊到了武漢大學，

他們要揪我到北大交待聯絡組的問題，真是禍不單行啊！雖

然我不奢望北大的造反派會對我更文明一些，但是我還是願

意去，因為我對聯絡組的問題心中有數，不像炮打中央文革

的罪名壓死人，至少可以逃避一下眼前的殘酷鬥爭。當然我

心裡也知道，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唉，也管不了那麼多 , 

躲一回是一回，無非是等到秋後算總帳吧！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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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大以後，我被關在 38 號樓一樓的一間屋子，一

個“井岡山”紅衛兵監管我。他們規定我的任務是交待聯絡

組的問題，揭發王任重如何插手北大的運動，如何在背後支

持聶元梓的。其實，聯絡組在北大根本就沒有錯誤，我們沒

有講過一次話，沒有召開過一次會議，更沒有鎮壓群眾運

動。至於對待聶元梓，王任重同志和我對她是有保留的，更

談不上背後支持她的問題。幾天後，也許是受了凍，我上吐

下瀉，到北大校醫院診斷為急性腸胃炎，被收住院治療。一

星期後出院，造反派看我實在寫不出什麼東西，也就放棄了

對我的監管，任我自由地去看大字報。這次被揪回北大，既

沒有召開批判我的大會，也沒遭受皮肉之苦，算是夠幸運

的了。鑒於春節臨近了，大家都準備回家過年，我也獲准 2

月 8 日春節的前 3 天回到了家裡，總算闔家過了一個團圓的

年。

八、第一次逃亡生活

在我的一生中，曾經有過 3 次逃亡生活，雖然每次逃

亡的背景和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打亂了我的平靜生活，給我

的家人也造成了一定的痛苦。

我的第一次逃亡，是發生在 1967 年五六月間。在此前

後，無論是全國或是武漢，“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發生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我也一步一步地被拖進了危險的境地。

上海的“一月革命”風暴，揭開了奪權的序幕。1 月

23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

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的社論，其中寫道：“一場無

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展開奪權鬥爭的偉大革命風暴，在

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偉大號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

鈞之力，席捲全中國，震動全世界。”但是，在派別矛盾滅

化的狀態下，要奪權就必然發生尖銳的衝突，出現武鬥是不

可避免的了。上海的造反派的頭子王洪文，為了奪權，製造

了有十多萬人參加的武鬥流血事件，開創了全國的大規模武

鬥極為惡劣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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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召開碰頭會，參加會議的有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的領

導人，中央文革小組的人也參加了。以譚震林、陳毅為首的

一些老同志，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不正常現象提出尖銳

的批評。但是，江青、張春橋一夥人氣急敗壞地攻擊老帥們

走的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們通過控制的造反派，在

全國掀起反擊“二月逆流”的惡浪，喊出“打倒譚震林”的

口號，要揪出 “二月逆流”的總後台，矛頭直接指向了周

總理。

三四月份，全國形勢更是急轉直下，“揪軍內一小撮”

之火在全國蔓延。造反派成立了“敢死隊”，開始衝擊軍事

要地，搶劫軍隊倉庫的槍支、彈藥，喊出“文攻武衛”的口

號，全國範圍內的武鬥逐步升級，一派殺氣騰騰的慘像。

5 月 16 日，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一周年，武漢地區

的革命群眾組織“百萬雄師”和造反派組織分別組織大規模

的橫渡長江的慶祝活動 , 表示他們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

署，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奮勇前進。對於像我這樣跟

“當權派”沾邊的人，況且還背負著“炮打中央文革”現行

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對於這類活動，我更是離開得遠遠的，

既沒有心思參加也不敢去看熱鬧。後來，從大字報上獲悉，

造反派在組織渡江時，由於連接躉船的踏板脫落，不少人掉

進了江裡，也死了一些人。到底死多少人，不得而知。據造

反派自己說，死了 200 多人，而且他們倒打一耙，說是“百

萬雄師”搞破壞造成的。而“百萬雄師”當然加以否認，並

揭露說，這是造反派一貫玩弄的“賊喊捉賊”的伎倆。渡江

以後，兩派的新仇舊恨進一步加深了，相互襲擊、抓人的事

件頻頻發生，凡他們認定的“首惡分子”，一旦被擒，不是

打傷致殘就是迫害身亡。

正是在這種明火執仗的情形下，“5 •16”渡江後不幾

天，在武漢大學的大字報欄裡貼出了“口號報”：

“把‘百萬雄師’的黑高參劉道玉揪出來！

把‘百萬雄師’ ‘5 •16’渡江總指揮劉道玉揪出來！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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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迫害我革命造反派的兇手劉道玉揪出來！

向劉道玉討還血債！

血債要用血來還！

徹底清算劉道玉的新老罪行！”

真是晴天霹靂，莫須有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其實，我並沒有直接看到這張充滿殺機的“口號報”，

一直還蒙在鼓裡。一天早上，我到一區食堂去買早餐，正好

碰到化學系一位元同事，他對我說：“昨天貼出了你的口號

報，那都是要命的話，很多好心人都十分關心你的安全，看

來你必須躲一下。”幾乎與此同時，我的一位元也在化學系

當教師的大學同學，急忙找到高偉說：“我的師弟告訴我，

他的工人戰鬥兵團開會決定，要聯合校外的‘鋼工總’，對

劉道玉要採取行動，他們說他是‘百萬雄師’的高黑參、黑

後台。”我同學的師弟是武大造反派工人戰鬥兵團的頭頭之

一，他與我同是 1954 年防汛搶險隊的隊員，我與他個人交

情也不錯，他雖然派性十足，但是在我的生命攸關的時刻，

他沒有忘記舊誼，對此我還是感謝他的。

就在傳遞這兩條消息後，武大校園裡的氣氛一直是十

分緊張的。有消息說，“百萬雄師”幾日內要血洗武大的造

反派，還繪聲繪色地說我家陽台上掛了一個拖把，那就是與

“百萬雄師”的聯絡信號。種種跡象表明，有人正在編織一

張“百萬雄師”的網路，硬是要把我置於這個網絡的中心聯

絡點。真是太危險了，如果“十萬雄師”與造反派之間發生

任何不良後果，他們都會加罪於我。鑒於情況危急，我和高

偉商量，事不宜遲，斷然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一個月明星疏的夜晚，儘管兒子毛毛睡得很香熟，可

我倆怎麼也不能入睡。高偉說：“不能等到明天，今夜必須

離開家裡，誰知災難發生在哪一瞬間呢！”於是，我們清理

了換洗衣服，我抱著熟睡中的 4 歲多的兒子，關鎖好了門

窗，趁夜深人靜，出走了。是夜，我們並沒有離開學校，而

是躲到我的同事家裡。那時，出門怕有人跟蹤，不能徑直去

目的地，而是要繞道或者多次轉移才能到達我們所要藏匿的



133地方。第二天晚上，我們抄小路離開學校，乘車到漢口的一

個同學家裡，待夜深人靜以後，我們才轉移到高偉的二堂兄

家裡，開始了近兩個月的逃亡生活。

我們親戚家在漢口古田地區，這是個新興的工業區，

擁有許多化工、冶煉、電訊器材工廠，在這些工廠中“百萬

雄師”的勢力十分強大。高偉的堂兄和堂嫂，也是支持“百

萬雄師”觀點的工人。“百萬雄師”是工人的革命組織，它

是以毛主席的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中的詩句命名

的，這個組織號稱百萬絕非吹牛，如果把支持和同情它的其

他各階層的群眾包括在內，恐怕 200 萬也不止。為什麼有如

此多的人支持它呢？因為在“百萬雄師”中，有三多：黨員

多、老工人多、勞動模範多。一般來說，他們講究政策，實

事求是，擁護中國人民解放軍，他們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

代表了社會的正氣，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因此，他

們是“抓革命促生產”的主力，是穩定社會的基礎。

逃亡生活並不是逍遙自在的，中國歷代知識份子多憂

國憂民，雖說眼前還不是山河破碎，但全國一片混亂，又何

以能靜得下心來呢？每天憂心忡忡，任何書也看不進，只是

一遍又一遍地翻看收集來的各種版本的“紅衛兵戰報”、“革

命傳單”和“馬路消息”，以圖找到能讓人寬心的好消息，

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關於整治混亂局面的最新指示，但是我

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我心想：“毛主席呀，你不是說，‘天

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嗎？難道現在還亂得不夠嗎？還將

亂到何時呢？”眼前還不是山河破碎，但全國一片混亂，又

何以能靜得下心來呢？每天憂心忡忡，任何書也看不進，只

是一遍又一遍地翻看收集來的各種版本的“紅衛兵戰報”、

“革命傳單”和“馬路消息”，以圖找到能讓人寬心的好消

息，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關於整治混亂局面的最新指示，但

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我心想：“毛主席呀，你不是說，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嗎？難道現在還亂得不夠嗎？

還將亂到何時呢？”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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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聽到高音喇叭廣播車在街上奔馳的時候，我也到

陽台觀看一下，那情景讓我驚駭不小。有時候，卡車滿滿裝

著頭戴柳條安全帽，手持長矛的工人，少則幾十輛，多則幾

百輛，兩派觀點的群眾都有。每逢這種情況，就預示著在某

地正在或即將發生一場大規模的流血武鬥。果然不出所料，

第二天就有廣播車上街叫喊或散發傳單，抗議對方製造 XX

流血事件，並發誓要報血海深仇，面對這種武鬥有增無減的

形勢，武漢軍區做工作已經無濟於事，因為中央文革明確支

持要打倒武漢軍區的“一小撮”。同時，中央文革從對“工

人總部”的暗中支持轉化為對“百萬雄師”的公開指責。於

是，矛盾進一步激化，激起了“百萬雄師”群眾的更大的憤

慨，一場更重大事件的爆發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在這個時候，武漢大學“三司革聯”（紅衛兵第三

司令部革命造反聯絡總部）司令費克俊，通過中間人與我取

得了聯繫，他希望我支持他們，並參加他們設在洪湖縣境內

的一個聯絡站的鬥、批、改活動。那時，各造反派組織都在

尋找他們認為信得過的革命幹部，以便作為日後奪權時的

“三結合”幹部。費克俊是哲學系五年級黨員調幹學生，我

們是文革初期認識的，我對他有良好的印象。鑒於他們對我

的理解與信任，更重要的是在對待文化大革命和校內問題上

我們有相同的認識，所以我接受了他的邀請，於是，7 月初

我和他一起乘小火輪來到位於長江岸邊的洪湖縣燕窩區的

“三司革聯”的聯絡站。該站只有七八個人，有教師也有學

生，而且那些教師我都認識，他們對我也都很客氣。他們的

任務是整理武大“三家村”的材料，決不允許為“三家村”

翻案，而校內“鋼二司”是要為“三家村”翻案的。他們希

望把整理的材料報到中央文革去，以此證明自己是造反派，

而“鋼二司”是保走資派的，對此他們都抱有極大的幻想。

其實，我在那裡並沒有什麼事可做，材料工作已有分

工，我插不上手。於是，我每天幫他們刻鋼板，推油印機，

印刷各種資料。有時，也到食堂幫廚，做一些擇菜和洗碗之

類的雜話。傍晚也隨大夥來到江邊，觀看垂釣的、捕魚的。



135看著滾滾東流的江水，我的心潮也是起伏不平地激蕩著，心

想：大家的勞動總不至於像這江水白白地流淌了吧？

事情的發展，有時竟違背大多數人的良好願望，向著

逆潮流的方向發展，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戲劇性的疾變，正

是應了這一反常規的法則。自 7 月 14 日到 20 日，武漢地區

兩派群眾展開生死的搏鬥，同時“百萬雄師”也同中央文革

派到武漢支持造反派和鼓動揪軍內“一小撮”的王力進行激

烈的交鋒。20 日淩晨，王力被激怒了的軍民抓到軍區大院，

要他回答問題。接著，武漢軍民紛紛擁上街頭，數千輛大卡

車載著工人、農民和駐漢部隊指戰員，排成四路縱隊，舉行

聲勢浩大的遊行，“打倒王力”的口號響徹武漢三鎮，並一

直持續到 23 日。這就是震動全國的、遠播全世界的“七二〇

事件”。

然而，7 月 23 日淩晨，中央文革向全國發出了“緊急

通知”，把 “七二〇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給武漢

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扣上了“反革命兵變”的帽子，把“百萬

雄師”等群眾組織打成了保守組織，並號召全國各地聲討

“七二〇”反革命事件。 -

我們是 7 月 23 日從廣播中聽到中央文革的“緊急通知”

的。聽後大家都很洩氣，同時又憤憤不平。但又有何用呢，

畢竟胳膊扭不過大腿。於是，大家提出結束聯絡站的工作，

各奔東西。當天，大多數人都回家了。我也買了船票回到了

漢口親戚家。第二天我和高偉帶著兒子回到了武大，接著把

兒子送到鄉下二姨家，以便我們無牽掛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殘

酷的現實。

九、虎口餘生

“七二〇”以後，武漢地區的造反派由於得到了中央

文革的支持，更顯得飛揚跋扈，把他們對陳再道和“百萬雄

師”的仇恨，很快轉移到曾經支持軍隊和“百萬雄師”觀點

的幹部身上。因此，造反派揚眉吐氣之日，也就是革命幹部

受難之時。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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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5 日，我從校廣播台播發的勒令中知道，要我 8

時到校農場報道，去後發現有四五十人，均是被造反派列入

要打倒的人，其中有“走資派”、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壞頭

頭”。一個造反派的頭頭對我們訓斥說 : “你們都知道犯了

什麼罪嗎？你們支持‘反革命暴亂’，支持陳再道‘兵變’，

你們犯下了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罪，罪責非常嚴重。現在，

你們的後臺陳再道已經完蛋了，不要再有任何幻想，只有老

實交待問題，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鬥，才是惟一的出路。”

接著他惡狠狠地宣佈了紀律 : 每天必須準時到這裡接受勞動

改造；白天勞動，晚上寫交待罪行材料 ; 必須接受革命造反

派的批鬥，隨叫隨到。最後，他揚了揚手中的鋼絲鞭 叫道：

“有違抗者，後果自負！ ”從這一天起，我就成了“勞改隊”

的一員，在造反派鋼絲鞭的揮舞下接受“改造”。

那時，正是早稻收割的季節，我們的任務是收割和挑

穀坨子。割穀還算好，雖然也弄得腰疼背酸，但是還能挺得

過去。最難忍受的是挑穀，一般人每次只挑兩捆，不知為何

原因，造反派強令我們少數幾個人，每趟必須挑 4 捆，也許

是對我們幾個 " 頑固分子”的懲罰。濕穀坨子很沉 , 4 捆穀

坨足有 200 斤，用釺擔根本不可能甩起來，於是造反派就喝

令兩個人，抬著穀坨子強行架在我的肩上。儘管我使出全身

的力氣，但走不了幾步就壓隊下了，為此，我不知挨了多少

次鋼絲鞭的抽打，身上傷痕累累。我出身農村，不怕勞動，

但是把勞動作為懲罰和折磨人的手段，這是對勞動本身神聖

意義的褻瀆，也是一種犯罪的行為。

8 月 10 日，這是我一生中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我把

它稱為“黑色 的星期四”。因為就是在這一天，造反派差

一點要了我的命，我之所以沒有被造反派用槍崩掉，大概是

命不該死吧！

事情是這樣的：在“七二〇”以前，武漢大學有一個

13 級的老幹部，他鑽進了造反派組織，並成了他們的高級

參謀。“七二〇”以後，他認為武漢大學的造反派思想右傾

了，對走資派和反對中央文革的人鬥爭不堅決，因此他要求



137在造反派內部反右傾。在此基礎上，他們策劃了 8 月 10 日

的批鬥會和會後的武裝遊鬥。他們提出的口號是：“實行紅

色的恐怖，強化對走資派的專政，大滅敵人的威風，大長革

命造反派的志氣。

8 月 10 日的批鬥會，是在理學院 103 教室進行的，是

以化學系造反派 為主召開的，雖然規模不大，但是火藥味

十足，而且是他們在“七二〇” 以後，召開的第一個批鬥會，

妄圖開成一個樣板會，肯定有一場好戲。 批鬥會開始，黨

委書記莊果、副書記蔣蒲和我一串“走資派”被帶進了 批

鬥會場，我們被押站在講臺的前面，我未敢抬頭看那批鬥會

的橫幅是 怎樣寫的，但教室的圓柱上的標語是：打倒死不

悔改的走資派莊果！打倒資產階級的孝子孝孫蔣蒲！打倒現

行反革命分子劉道玉！那時，開批 鬥會有主鬥和陪鬥之分，

也就是說召開學校批鬥走資派的大會，系裡的小走資派也要

被揪去陪鬥。由於被批鬥的疼數多了，我們也就總結出了經

驗，就是要判明自己處於什麼地位，如果是主鬥，那就要全

神貫注，揣摩如何回答追問；要是陪鬥，就可以稍稍鬆口氣。

種種跡象表明，那天的批鬥會我是主鬥，其他人都是“陪鬥”

的，決不可以掉以輕心。

在一片“打倒”的呼喊口號聲中，批鬥會開始了，有

一個“為人民服務”戰鬥隊的代表首先發言，歷數了我的所

謂罪行。接著，一個叫做 黎進軍的造反派頭頭，怒氣衝衝、

罵罵咧咧地沖到我的面前吼道：“劉道玉，你他媽的為什麼

要反對中央文革？你該當何罪？”我不語，心想 既不能說

是又不能說不是，還是恪守著“沉默是金”那句箴言。他看

我沒回答他的問題，更是惱羞成怒，冷不防掏出手槍對準我

的左胸捅了下去，由於用力太猛，把我打倒在地，並踏上了

一隻腳，當他準備再次舉槍時，被眼尖手快的站在一旁的一

個造反派教師頭頭把槍奪了過去，並立即退出已上了膛的子

彈，在場的人也嚇了一跳。真是生死一瞬間，要是黎進軍捅

下去時扣動了手槍的扳機或第二次舉槍射擊，正好不偏不倚

地打中我心臟，那我早就不在人世了。當我被扶起來的時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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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的左胸 部的襯衫和汗衫被手槍捅破了，胸部傷口的

鮮血也把襯衫染紅了一片。

批鬥會結束後，是武裝遊鬥，這是過去沒有過的，也

算是“七二〇” 以後造反派的又一發明創造吧。所謂武裝

遊鬥，就是模擬對犯人假斃的 樣子，其目的是從心理上打

破我們的防線，從精神上把我們摧毀，以便使我們受到威

懾，老老實實交待自己和揭發他人的罪行。在武裝遊鬥時，

我們這些掛著黑牌子被批鬥的人，成三路縱隊走在最前面，

我們的身後 是荷槍實彈的“紅衛兵”，再後是呼口號助威

的群眾。在遊鬥過程中，數十支步槍齊鳴，雖然是朝天射擊

的，但是聽著那震耳欲聾的槍聲，猶如進人了戰場。雖說我

是頭一次經歷這種場面，但不知為什麼我沒有一絲懼怕的感

覺。在那瞬間，我立即想到了我的一個解放軍朋友對我講述

的 打仗的感受。他說，戰士在未上戰場之前，是有些怕，

但是到了戰場上聽到槍聲以後，他就什麼也不怕了，因為他

知道怕是沒有用的，只有不怕才有生的希望。此時此刻，我

不也是置身於戰場之上嗎，絕不能被對 方的氣焰所壓倒，

一定要堅持到底。

“8 •10”武裝批鬥以後，我從農場勞改隊移交到造反

派的專案組 , 我知道這個轉移意味著鬥爭的深化，一場對我

審查的攻堅戰已經開始了。造反派們也知道，要給我定罪，

沒有過硬的材料是不行的。為此，他們既要拿到我的交待材

料，同時還必須廣泛收集對我的揭發材料，為了達到陷害我

的目的，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甚至不惜大搞逼、供、信。

一天下午，我被帶到設在“工農樓”的專案組審訊室，

由“革干團”的一名幹部負責審訊。此人是校團委的一名幹

部，本來我們是很熟悉的 , 但現在他視我為仇人，怒目而視。

審訊開始，那位主審我的人坐在一把籐椅上，我當然只能在

他的對面站立著，我的四周站著戴袖章的紅衛兵。我們面面

相覷，相互打量著對方，他也許在觀察我的表情，而我倒是

要看一看這第一回過堂將怎樣開始。相持局面終於打破了，



139那個幹部神氣十足地學著審判官的樣子，把手上類似於驚堂

木的一塊木頭往桌子上用力一拍，大聲吼道：

“劉道玉，你知道犯了何罪嗎？”

“不知道。”

“‘百萬雄師’ ‘5 •16’渡江是不是你指揮的？”

“絕對不是的。”

“你不老實 , 人證物證俱在，殺害我革命戰士的罪責你

是逃脫不掉的。

”“根本不存在的事，你們也不可能有人證物證。”

我的回答，遭致了紅衛兵的一陣拳打腳踢，接下來，

他們反復讓我 交待與“百萬雄師”的關係，參加了哪些活

動，連絡人是誰。我心中最清楚，這些都是莫須有的，他們

實際上什麼材料也沒有，只不過是訛而已，對此我以沉默拒

絕回答。審訊直到晚飯時，仍沒獲得他們所需要的隻言片

語。於是，那個幹部對紅衛兵說：“劉道玉是個頑固不化分

子， 你們帶回去再審問吧，他是不見棺材不落淚的人。”

於是，我被帶到四區學生 11 舍 109 室，這本是一間住

人的宿舍，但現在已把床架搬走了，裡面放了幾把椅子，有

一條長凳，桌上放了幾根皮鞭，牆角裡堆了一些棍棒，窗戶

被厚厚的窗簾遮得嚴嚴實實的。我環視了一下，心裡明白了

一大半，這是一個地下審訊室，弄到這裡受審，肯定是有苦

頭吃的。不一會，黎進軍帶著幾個紅衛兵進來了，他看見我 

就破口大駡：“劉道玉，你他媽的不老實，今晚你不交待清

楚與‘百萬雄師’的關係，老子決不會饒你。”另一個紅衛

兵說：“你說呀，早說早解脫。”我說：“下午我已說了，

沒有補充的。”我的話音剛落，黎進軍的皮鞭已抽在我身上

了，其他紅衛兵也圍上來一頓拳打，我被打倒在地，他們又

用腳踢。我疼痛難忍，也沒有力氣爬起來了。他們一直把我

折騰到晚上 10 點鐘，也許他們也打累了，於是讓我滾蛋。

我也不知是怎樣艱難地摸回家的。高偉也許期盼著很

久了，當看到我安全地回來了，她如釋重負地松了一口氣；

但她看到我身上累累的傷痕時，她痛心地哭了。她為我清洗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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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口，敷藥包紮，用松節油擦搓關節，促進血液流通，以減

少疼痛。她還買來補品，調理生活，從物質上和精 神上支

持我堅持下去。我們都堅信：天越是黑暗，就說明黎明已，

離我們不遠了。

我正在遭受煎熬時，一張要命的揭發我的大字報貼了

出來，寫大字報者在大字報中揭發說：“1966 年 6 月底，

劉道玉讓我從北京帶回一包材料給蔣蒲。他送我上火車時

說，這份材料很重要，千萬不能丟失，你要做到人在材料

在。”她在最後還警告說：“劉道玉，你是什麼黑材料那麼

機密，要我人在材料在。現在快把黑材料交出來，劉道玉不

投降，就叫你滅亡！”又是一顆炸彈，弄得一些好心人又為

我捏著一把汗。造反派又如獲至寶，又把我拉到審訊室追

問，幸好我把這個問題說清楚了。所謂黑材料，就是我在北

京保劉、羅時，向學校寫的一封彙報信，還摘抄了有關劉仰

嶠的大字報的材料。事情很快查清楚了，蔣蒲也證實了我說

的是真實的，所以這份揭發材料對我沒有造成多大的威脅。

下一次過堂的內容是什麼呢？我不斷地猜想，以便有

所準備，但是我無論如何也沒有猜著。一天下午快到下班的

時候，我被帶到“工農樓” 的那間審訊室，還是那位“審

判員”在等待我，這一次他倒是開門見山 地問道：“劉道玉，

你老實交待是怎樣受蘇修派遣充當他們特務的？”聽後，我

如墮五裡霧中，這是從何說起呢？我說：“這是絕對不可

能的，我 在蘇聯的表現人所皆知，我明明是被蘇聯當局驅

逐的，怎麼成了蘇聯特務呢？”他又說：“怎麼不可能！你

知道什麼是苦肉計嗎？你就是鑽進 鐵扇公主肚皮裡的孫猴

子。”我心想，這完全是亂扯，不必去理會他。看我沒有說

話，他又說：“今天時間不早了，不再繼續審問，不過提醒你 , 

上海有人揭發你，不久前有人來調查，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寫成書面材料交來。”

經過那位幹部提醒，我倒是想起來了，前不久，上海

某研究所的外調人員找過我，調查該所一位我熟識的教授，

他曾被當做特務審查，最後屈打成招。他們在其筆記上，曾



141發現記有蘇聯留學生會主席劉道玉 , 他們感到很疑惑，他與

我到底是什麼關係，他記我的名字幹什麼？聽後，我恍然大

悟，原來我從蘇聯回來後，當年 12 月在上海衡山飯店召開

全國有機氟化學學術討論會，這位元先生是國內搞有機氟化

學研究的元老，並安排我在會上作了一個反修的報告，其中

我講到了我是留蘇學生會的主席，這位先生就是在這次會上

作的這記錄。據此，我寫了外調材料，由於我的證詞，使上

海那個研究所解除了對這位教授的懷疑，但又未想到，武大

的造反派竟懷疑我是蘇修特務，這簡直太離譜了，對此我只

是一笑置之。

在接受審查和批鬥期間，經常會有意想不到的問題發

生。本來是熱天，但每次去參加批鬥會或是受審，我都要穿

上長衫長褲，以盡可能減少皮肉之苦。在那無法無天的年

代，說實在的，早上被揪出去，誰知道晚上還能不能回來呢。

所以，在那個悽楚的日子裡，為防不測事件的發生，我甚至

向高偉說出了類似遺囑的話：“我被揪走以後，萬一回不來，

那一定是出事了。如果真是遇難了，你不要難過，要堅強一

些，不必去尋屍收屍，化悲痛為力量，把兒子撫育成材。我

遺憾的是，‘出師未捷身先死，我死不瞑目，希望你有朝一

日為我昭雪。”說完後，我們傷心地緊緊擁抱在一起。

連日以來，我的心神一直不太安寧，總是擔心造反派

會對我採取進 一步的行動。這一天終於到來了。一天晚飯

後，化學系，9 •12”先鋒隊 的幾個紅衛兵到我家，說是

要帶我去接受批鬥。我心想已經這麼晚了，揪去肯定沒有好

事，真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呀。我又被帶到那間“地 下

審訊室”，我進去後，看到屋內沿著牆壁已經跪了一圈人。

我人尚未 站定，一個人高馬大的紅衛兵對著我踹了幾腳，

吼道：“還不快跪下，等什麼，是不是等死呀！ ”看那陣勢，

不難看出今晚又是一場“武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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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一個造反派頭頭沖了進來，他站在屋子中間，一

隻手插腰，一隻腳 踩在一條長凳上，他訓斥道：“你們這

些壞蛋，沒有一個老實的，要你們交待罪行，你們不是抵賴

就是避重就輕，今天晚上來給你們‘端正態度，讓你們嘗嘗

它（指著腳下的老虎凳）的滋味！誰不老實，今晚就別想走

出這個房門。”說完後，我的一個同學已被他們拉到老虎凳

上。

可憐哪，我的同學什麼官銜也沒有，只因為他出身地

主家庭，對文革持強硬的保守觀點，所以造反派每每都是拿

他開刀，他有嚴重的腰傷和腿傷，怎麼經得起這般折磨啊。

大約十幾分鐘，我的同學大汗淋漓，只聽“撲通”一聲，他

從老虎凳上摔了下來，再未聽到他呻吟的聲音。紅衛兵端來

了一盆涼水，對著他的頭潑了下去。正在這時，樓道裡的高

音喇叭響了，很清楚地聽到：“緊急通知，緊急通知，請我

革命造反派戰士全副武裝，馬上到‘工農樓’前集合，執行

緊急任務。”這時，黎進軍又罵了起來：“他媽的，算你們

走狗屎運，你們統統滾蛋，老子改日再收拾你們。”紅衛兵

都走了，我的同學開始甦醒了，我扶起了他，解開捆綁在他

膝蓋上的繩子，說：“造反派緊急集合走了，可能又去搞打、

砸、搶，我們雖又躲過了一劫，但這股禍水不知流向哪裡，

災難又將會落在誰的身上！”

自此以後，我就是在這種鬥鬥停停的忐忑不安中度過

的。但是，從 1968 年春節以後，由於造反派忙於奪權，放

鬆了對我的審查，只是安排 我們每天上午去學生宿舍打掃

廁所，下午讓我們在家裡寫交待材料或學習毛主席著作。3

月份，北京社會上掀起了打倒“變色龍”、“小爬蟲”式的

王力、關鋒、戚本禹的廣泛宣傳，很快他們被關進了監獄。

這對我來 說，無疑是一塊石頭落下了地，從此沒有人再敢

追究我所謂“黑炮手” 的責任了。但是，我並不感到多少

輕鬆，文化大革命已進行整整兩年了， 人民群眾包括絕大

多數的紅衛兵在內，對派性已感到十分反感，渴望盡快整治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亂局面，人心思治啊！

( 未完待續 )......


